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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丝路昭通段考
*1

李竞恒

【摘 要】: 昭通作为连接四川进入云南地区的通道，在南丝路的交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古代巴蜀以及

经由巴蜀向西南传播中原文化的云南第一站，也是云南古代人群向更发达的巴蜀、中原学习、交融的窗口前言。传

说蜀王杜宇源出于朱提之说，并非可信的史实，但古蜀时代已经与昭通地区之间具有联系，则可以得到日渐丰富的

考古材料印证。在昭通鲁甸的野石山文化，就具有蜀地十二桥文化的特征。昭通盆地发现过蜀式戈、典型的巴蜀文

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铜鉴等，充分证明该地区深受蜀地文化影响。而鲁甸马厂的铜剑、戈、矛、陶器也见于滇

池地区。众多考古材料表明，昭通盆地正是连接中原、巴蜀与云南腹地文化的重要桥梁，是整个南丝路交通上不可

或缺的连接点，在古代西南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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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宇起源朱提传说辨析

至少到汉代，西南人群中已经流传所谓古蜀王杜宇来自朱提，即今昭通地区之说。《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蜀王本纪》

云：“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1〕

徐中舒先生考证，《蜀王本纪》原作《蜀本纪》，作于蜀汉时

代的谯周而非西汉杨雄
〔2〕

。按照此说，三国时即有将蜀王杜宇视为起源于昭通地区之人的观点。《太平御览》卷 166 也曾引用

《蜀王本纪》云：“后有王曰杜宇，出天坠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3〕

此一内容文字与索隐引文稍异，尤其是并未记载杜宇源出于朱提，而是出天坠山，只是其妻利出于朱提。但《太平御览》卷

888 又引《蜀王本纪》云：“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
〔4〕

这一记载，与同出《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的卷 166 处内容差异明显，而接近《史记》索隐引《蜀王本纪》的记载，即杜

宇为朱提人，且“天坠山”作“从天坠”，其妻利则有井中出的传说。这两种不同的版本，至少说明在《御览》的编撰时代，

至少存在两种《蜀王本纪》的版本，其中一种记载杜宇源出朱提，另一种则言杜宇之妻利为朱提女，而未言杜宇的出处。《古

文苑》收扬雄《蜀都赋》“昔天地降生杜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南宋章樵注也引《蜀王本纪》云：“朱提有男子杜宇

从天而降，自称望帝”。
〔5〕

也是言杜宇源于朱提，可知南宋时的《蜀王本纪》版本，仍有朱提说的内容记录。正因有《蜀王本

纪》版本记载杜宇源出朱提，因此也有学者将杜宇视为起源于云南昭通的部族
〔6〕

。

《水经注》卷 33引来敏《本蜀论》云：“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
〔7〕

来敏之

书比谯周撰《蜀王本纪》时代稍早，且并未记载杜宇是朱提人，而是言其妻名为“朱利”。《华阳国志·蜀志》云：“后有王

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任乃强先生分析认

为，“江源”为草地牧区，是古蜀杜宇族的来处，而朱提女利则为杜宇掌握昭通银矿的写照。文献中所谓杜宇所治的“瞿上”，

在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乃杜宇族源。因此“杜宇虽已都郫，犹不忘瞿上，盖原自瞿上来”
〔8〕

。关于瞿上的位置，历来诸

说纷纭，或云彭县，或言双流，或言眉州等，龙晦先生认为“瞿”为杜鹃，在广汉三星堆至月亮湾。《华阳国志·汉中志》有

武都郡有“瞿堆”，古字作，字音与藏文音极近，也是“上”之义，瞿堆即瞿上，乃古氐羌人群所居之地。杜宇最初居于氐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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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因此迁徙到成都平原后，仍名其居处为瞿上
〔9〕

。正如古语言学者所言，上古汉语与藏语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上古汉语

和藏语共同词汇的年代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几个世纪之间
〔10〕

。因此，藏语中表示“上”的字与氐羌地区瞿堆相

通，是证明杜宇源自成都平原西北氐羌地区的证据之一。任乃强先生彭县海窝子之说虽不尽可信，但“江源”为草地牧区之说，

恰恰与瞿上的氐羌故地说可以对应。按照此种分析，则杜宇当起源于氐羌牧地，而非昭通。

徐中舒先生分析认为，“女子朱利自江源出”，“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义，朱利、朱倭即 Drok 的对音，今四川甘孜

地区仍有地名为朱倭，旧名作竹窝，是一个牧区，正好与汶山江源相同。朱利出自江源，为汶山牧区之女。《蜀王本纪》的作

者，误将朱利理解为朱提了
〔11〕

。徐中舒先生以古汉藏语的联系，分析朱利、江源为源出于岷江上游牧区。《本蜀论》未言朱提，

而是言朱利，可能是更早期的面貌。《太平御览》两处分别引用《蜀王本纪》的材料，其中“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

贾雯鹤先生认为，属于断句的错误。原初断句应为“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
〔12〕

。按照此说，则《御览》所引两处《蜀

王本纪》文献，都成了杜宇与朱提无关的材料。此外，《御览》卷 166 引《蜀王本纪》“出天坠山”，很可能就是“从天坠止”

的误抄，因此“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名曰利”的抄本可能早于此，而《本蜀论》“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的说法则应

当更早。

综合而言，所谓杜宇出于朱提的说法，并不可确信。早期《御览》引《蜀王本纪》，都是记载杜宇之妻利出于朱提，而据

徐中舒先生考证，朱提又是朱利之误，其妻当出自汶山江源。杜宇最初所居瞿上，也是成都平原西北的氐羌故地。因此，来自

氐羌故地的杜宇部族，与来自汶山江源的朱利部族联姻。而所谓朱利出自水井的传说，则可能如彭邦本先生所言，反映了水井

与农业、定居生活等密切相关水利技术的进展
〔13〕

。因此，当杜宇和朱利部族在江源联姻后，随着向成都平原的迁徙，其混合型

经济中的畜牧内容减少，逐渐变为定居、农耕与灌溉的人群。

杜宇、朱利都源出于蜀地的西北，与昭通朱提无关。但为何《史记》索隐等所引的《蜀王本纪》会认为杜宇是朱提人？笔

者以为，这与当时南中逐渐汉化的大姓与蜀汉争文化正统意识有关。正如王明珂先生所分析，谯周《蜀本纪》、常璩《华阳国

志》都宣称“禹生汶川”，属于蜀地华夏化之后对历史的重新塑造和攀附。《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来自中原的人士广

汉太守轻蔑蜀地人士时，蜀人秦宓就用“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的回答，回击中原人士的傲慢，以提升自身的文化地位，

将边缘处境变为华夏中心地位
〔14〕

。类似的例子，也包括东南土著吴人自称泰伯后裔，乃至后世鲜卑自称黄帝后裔。

昭通是更先进的蜀文化、汉文化进入云南第一站，既是受这些文化影响最深远地区，也是这些文化扩散的边缘地带。如昭

通出土东汉孟孝琚碑载碑主之父游宦蜀中，碑主也是受《韩诗》《孝经》者
〔15〕

。而《华阳国志·南中志》更是描述朱提该地“其

民好学”“号为多士”
〔16〕

，属于云南接受汉文化影响最高处。对于南中朱提大族、士人来说，蜀地是先进文化的来源与中心，

他们渴望攀附一位蜀地的古代圣贤，作为当地的荣耀。而朱利、朱提之间的误抄与误读，可能提供了强化这种意识的机会，攀

附杜宇作为朱提人。如此一来，作为文化输出者的蜀地先圣，原来是出于自己落后的本土，接受蜀地的文化，便属于接受迁徙

他处的本土古圣遗产。直至现代，仍有昭通当地学者认为杜宇出自朱提的“历史”，是开创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的“赫赫功勋”
〔17〕

。此外，这一传说既有利于朱提当地大族、士人的文化自豪感，同时所谓杜宇以“南中为园苑”的记载，也强化了蜀地汉人

精英对南中朱提政治控制现实历史投射的确认。因此，杜宇被误读为朱提人，其实对朱提地方、蜀地的精英都有好处。

二、昭通地区史前时代的交通

既然杜宇源出于蜀地西北，而非朱提，这一传说属于误读与现实共同作用下的“发明”，那是否意味着史前昭通地区与蜀

地之间就没有联系呢？实际上，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否定这种观点。事实恰恰是早在新石器时代，昭通地区就与蜀地之

间具有了联系，既是滇文化继续向北传播的辐射圈外围，也是蜀文化进一步南进形成影响的边缘带，二者皆汇集于昭通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杜宇源出于朱提，又具有某种历史模糊的倒影，即“杜宇”为象征的古蜀，确实与古昭通地区之间具有

相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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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渝师认为，蜀王开明氏雄张僚、僰，进一步开通往滇东北的交通。所以，秦修建的五尺道，在更早的商周时代即已存在，

秦只是拓宽了这条业已存在的古老通道
〔18〕

。葛剑雄先生也指出：“蜀地与西南夷地区间的来往是在‘五尺道’开通之前就存在

的，交通路线不但有，而且不止一条。”
〔19〕

既然五尺道在秦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作为秦五尺道上重要部分的昭通地区，必然

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便与蜀地之间存在着交通往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昭通闸心场和鲁甸马厂遗址发现史前考古材料。闸心场有石锛、石斧、黄陶、灰陶、罐、瓶。在鲁

甸马厂出土有段石锛、长条石刀、碗、单耳小罐、平底罐、勺形器等。方国瑜先生注意到昭通史前器物与蜀、滇的相似性：“在

今昭通闸心场、鲁甸马厂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丘陵地出土石斧、石刀之类，多为天然石磨制，扁平梯形，斧有柄，与滇地、

雅安所见相似”
〔20〕

。他认为，该文化与僰人沿岷江迁入滇东北有关。还有学者认为，昭通所见这些磨制极精的黑陶器可能与龙

山文化有关
〔21〕

。不过，正如发掘者所言，鲁甸马厂陶器中那种表皮极黑，打磨光亮者，也见于滇池地区
〔22〕

。此外，汪宁生先

生也注意到，马厂的陶勺形器与今少数民族葫芦勺全同
〔23〕

。因此，与其将这些黑陶视为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关，不如视为与

滇池地区或云贵原住民文化更为密切的材料，这表明昭通地区是滇池文化北上的交通要道。而那些类似于雅安所见的器形，可

能与一些人群沿岷江由蜀地向滇东北迁徙有关，这些迹象都暗示了该地区早期交通道路的存在。

在昭通市西南的巧家县小东门墓地，发现了西周至春秋早期的石棺墓与土坑墓，石棺墓的形制与金沙江流域各地文化之间

具有密切联系。其中的石棺墓中，多见穿孔贝，这些海贝属于外来物品，且背部经过磨制后成一孔，便于用线穿或装饰用，说

明在较早的时期，当地已与外界交往
〔24〕

。值得注意的是，在蜀地广汉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海贝，根据鉴定表明，可

分为虎斑宝贝（cypraeatiyris）、货贝（mone—tariamoneta）、环纹货贝（Monetariaannulus）三种，出土时一部分在坑底，

一部分在铜容器内，这些海贝与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 25 万枚海贝基本相似
〔25〕

。根据学者研究，其中的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

深海水域。段渝师曾在伦敦就环纹货贝产地问题请教过这种贝壳的印度销售商，他们都说产于印度洋。在云南从滇西到滇池地

区及四川凉山等地，都广泛分布有此种海贝。因此，这正是古代西南交通存在的明证
〔26〕

。这些产自印度洋的海贝，来自于遥远

的印度洋周围，通过古代西南丝路的复杂网状交通流动，逐渐流入缅甸、滇西、滇池地区以及滇东北的昭通巧家，并继续北上

进入蜀地。巧家石棺墓发现的穿孔海贝，是西南丝路海贝流通过程中链接川滇路线的重要环节。

除了海贝的流通之外，古蜀人用以铸造青铜器的重要合金铅，也和昭通地区的矿产资源关系密切。根据对三星堆祭祀坑青

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这些铜器所含之铅属于一种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类型，它们都大量采自来源于同一矿产地。

现代地质科学研究表明，已知高放射性成因铅，都在今滇东、黔西地区
〔27〕

。根据这一分析，三星堆青铜器的高放射性成因铅，

并非蜀地所产，而是产自包括了昭通在内的滇东等区域。在现代昭通，广泛分布有大量铅锌矿，如毛坪铅锌矿、小田村铅锌矿、

悦乐铅锌矿等。由于铅和铜矿储量的丰富，昭通一带在历史上向来以铸铜闻名，朱提、堂狼铜器，就曾多向内地输送。《华阳

国志·南中志》记当地出铜、铅，亦为明证。可以推测，铸造三星堆青铜器一部分的铅以及铜很可能就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这些

矿产。在更晚期金沙遗址发现的大部分具有地方青铜文明特色的器物，也含有与三星堆青铜器铅同位素完全一致的高放射性成

因铅
〔28〕

。金沙遗址本土铸造青铜器与三星堆铜器具有完全一致的铅同位素，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古蜀文明的政治宗教中心

虽然发生了转移，甚至宗教礼仪本身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29〕

，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以及矿料来源仍然较为稳定。因此，金沙时期

的蜀人，仍然通过传统路线，从滇东北的昭通等地获取高放射性成因铅。段渝师就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铅，便是取自云南，

而铜、锡的原料，很可能也依赖于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这正是蜀人努力向

滇文化区扩展的主要目的
〔30〕

。

《华阳国志·蜀志》描述古蜀杜宇时代“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任乃强先生注释说，这是比喻南中诸部族都臣属于

蜀，“蜀专其林、矿、工、商之利也”
〔31〕

。按照此说，古蜀国已经通过政治权力垄断了包括昭通在内南中各部族的矿业、工商

贸易，如此则古蜀国通过政治权力的网状结构，可以将昭通等地的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汲取用于各种“国之大事”。不过，从

古蜀国作为早期国家的发育水平而言，应当还不具备这种强大的组织与资源汲取能力。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从

社会发展层次和运转机制而言更接近华东的良渚文化，而非同时期的商周国家。属于依靠强烈萨满性格的宗教超自然象征等符

号，控制社会和劳动力，属于复杂酋邦而不是国家
〔32〕

。笔者以为，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社会，虽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格，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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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整合与运作结构方式已属多元，青铜戈等器物为代表的制度性战争暴力以及军事功能的城墙等均能表明其早期国家的

特征。不过，作为早期国家，社会控制力虽超过复杂酋邦，但要做到任乃强先生描述的那种类似近代控制力水平的国家，也是

遥不可及的。因此，与其说古蜀国家是通过政治垄断攫取了昭通地区的矿产，不如说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等方式，从当地部

族那里获取到矿产，而间接获取的可能性更大，但这已经足以说明当时通往昭通地区道路的存在。

就考古资料而言，古蜀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元素，也见于昭通地区，就暗示了这种间接的联系。公元前 900 —前 400 年间昭

通鲁甸的“野石村文化”，又称“野石山文化”，包含有许多巴蜀十二桥文化的因素，如穿内型的铜钺、柳叶形铜短剑、铜璧、

有领玉璧等。属于该遗址的水果站墓地出土穿内式铜钺，其钺身较长，中央靠后有一圆孔，近阑处两穿，内部作窄长条形，这

与成都古蜀十二桥文化的穿内式铜钺非常相近。孙华先生据此推测认为，在蜀地十二桥文化衰落之时，有一些十二桥文化的居

民向南迁徙到滇东、黔西地区，他们与当地鸡公山文化的居民结合在一起，使原先鸡公山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一些十二桥

文化的礼仪用器和武器也因此出现在鸡公山和野石村文化中
〔33〕

。

笔者认为，昭通野石村文化器物有十二桥文化因素，可能并非蜀地十二桥文化人群“南迁”的结果。以器物相似对应某族

群或文化，是柴尔德（Childe,Vere Gordon）为代表器物传播论的方法，类似器物的发现，常被对应某种文化传播的结果
〔34〕

。

昭通地区偶见的十二桥文化元素，应当并非十二桥文化人群迁徙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自三星堆文化以来，蜀地长期与该地存

在着间接交流的文化证据。这种交流既包括了海贝、矿产向蜀地的流动，也包括了蜀式青铜器向昭通的传播。虽然这一时期，

两地的交流还不算极为密切，但二者之间已经存在着不止一条的交通道路，则是可以确信的。

三、东周、秦汉时代的交通

东周以来，巴蜀文化对昭通盆地的影响日渐扩大，尤其是战国时期以后。昭通地区出土的铜戈基本上属于蜀式戈，还出土

过典型的巴蜀文化器物、巴蜀图语印章和炊煮器，都能显示昭通盆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在昭通营盘村古墓，就发现了

东周时代的巴蜀式剑、矛、柳叶形剑与巴蜀印章
〔35〕

。根据考古报告，在营盘村发掘的乙组墓地，属于春秋时期，这里发现了铜

钺、矛、柳叶剑、磨石、铜锛、璧环、玉石器等，该地的铜器近似巴蜀式，陶器则类似鲁甸马厂因素。青铜矛形制长骹长叶双

耳，其类型属于铜矛中较古老的形制，但风格却近似战国时期四川巴蜀文化的铜矛
〔36〕

。陶器属于本地文化的延续，而青铜器风

格具有强烈巴蜀文化色彩，这意味着此类人群一方面延续着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技术前沿追求更为先进的巴蜀青铜

文化。

在春秋末期，昭通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并一直延续到西汉前期。在昭通境内出现了巴蜀、滇、夜郎、邛都等几种文化类型。

作为连接巴蜀与滇池地区文化的枢纽，该区域呈现出多种文化的交流状态。在鲁甸马厂发现的銎上装饰三角形镂孔红铜矛与滇

式镂孔青铜剑之间存在渊源。而昭阳区白沙地梁子墓和水井湾墓地出土空心茎无格短剑、蛇首空心茎无格剑、饕餮纹直援无胡

戈、带内唇的玉等器物与滇文化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部分器物相同
〔37〕

。在昭通文家脑包墓葬，出土滇文化的青铜剑一柄，

茎为中空扁平圆形，上有对称的三角形，长方形小孔和平行线纹，与滇文化的江川李家山出土Ⅱ型一式剑相似，是典型的滇式

剑。戈则与贵州威宁中水Ⅲ式戈相似，陶罐也与中水相似
〔38〕

。这些丰富的滇文化青铜器物材料表明，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在这一

时期向北扩张，抵达了昭通地区。换言之，青铜时代的昭通，是巴蜀文化、滇文化、黔西青铜文化交汇之地，正是早已有之的

复杂交通网络，将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元素汇聚于此。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前 316 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灭开明王朝。

伴随着“移秦民万家实之”等行动，蜀地文化又渗入了秦文化的元素。周赧王三十年（前 285 年），秦彻底废黜了蜀侯，设立

蜀守。这一年，蜀守张若“因取筰及江南地”，即将秦的势力扩大到大渡河、金沙江以南。因此，这一时期昭通的部分已处于

秦的蜀郡控制范围内。到秦孝文王时期，蜀郡太守李冰更进一步对僰道进行开发。所谓“僰道有故蜀王兵阑（兰），亦有神，

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任乃强先生分析，僰道上的“蜀王兵兰”处，在今宜宾西北岷山江右岸，蜀

王在此设兵兰，因僰道重要，蜀王曾派兵在此扼守险峻
〔39〕

。按照文献记载，僰道是通往昭通等更遥远地区的古老通道，但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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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峻难行，李冰在此基础之上拓宽了道路。僰道上的宜宾地区，与昭通接壤，但蜀王在此设立兵兰，表明战国古蜀开明王朝的

边界实际就在宜宾，秦人的到来打破了传统边界，并继续向昭通拓展。

从考古材料来看，宜宾地区是蜀文化向昭通传播的重要环节。宜宾屏山县石柱地发现的战国晚期竖穴土坑墓中有釜、圆底

罐、釜甗、豆、小口平底瓮、单耳罐、双耳罐等，铜器有釜、柳叶形剑、巴蜀印章等，还有刀、鍤、斧等铁器，显示出强烈的

巴蜀文化色彩
〔40〕

。2007—2008 年宜宾屏山县沙坝墓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其中 M3、M5为典型巴蜀墓，属于战国晚期，

没有铁器和半两钱。M2、M10、M15 出土了巴蜀陶器，但同时也出土有秦篆的“敬事”印和铁器、秦半两。这些材料也可以印证

文献记载，即秦人在战国晚期抵达了这里，也表明“蜀人曾南迁至此”。整理者认为：“沿岷江而下，抵达僰地，由此渡金沙

江，而后溯江而上，抵达云南中部，是蜀人南迁的重要路线之一”
〔41〕

。应该说，这条线路是古蜀与滇地进行交往的路线之一，

但是否是蜀人南迁路线，则尚无确证。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战国晚期之前，宜宾地区属于蜀人势力范围，秦人的到来迅速打破

了这一平衡，进一步向昭通扩充。

宜宾向南，进入昭通北部的水富县。在水富张滩坝，也发现了此种混杂了蜀文化与秦文化的南下遗迹。M1 出土的青铜剑，

有巴蜀图语手心纹、蛇头；铜矛上装饰有手心纹、虎纹、蛙纹、蛇头；M4的铜矛上也有巴蜀符号。M3 出土了三串钱币，均为秦

半两钱，印章有秦篆“万岁”二字。M5 出土两件铜印章，均为巴蜀图语。整理者指出，这里出土的陶器、铜器与四川涪陵小田

溪、成都昭化宝轮院船棺葬文物十分相似
〔42〕

。在紧邻宜宾屏山、昭通水富的昭通绥江县回头湾墓地，也发现了文化属性与水富

张滩非常接近的墓葬，有装饰有巴蜀图语手心纹的柳叶青铜剑，也有秦汉的半两钱、五铢钱等，另有铜矛、铜甗、铜锸等
〔43〕

。

这些墓葬的文化类型，与宜宾屏山的材料非常接近，都是秦征服后的秦—蜀混合型文化，并不断南下。

伴随着战国晚期以来秦的征服，中央集权进一步通过道路的修建，强化对当地的控制。《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

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关）蜀故徼”
①2
。战国晚期以来秦势力对滇东北的渗

入趋势，在秦朝建立后，表现为政府进一步拓宽了原有的五尺道，将历史中自发形成的道路网变为官道，并设置吏员进行管理。

《正义》引《括地志》云“五尺道在朗州”
〔44〕

，唐代朗州即今曲靖，可知秦朝拓展的五尺官道，从僰道继续延续，经过盐津到

昭通，再往南进入曲靖，将滇东北原有自发秩序中生长出的交通路线，囊括到政府的官方控制下。但伴随着秦朝的崩溃，投入

大量吏员的官道控制线也随之溃散，西汉早期对滇东北的控制随即退回到“蜀故徼”，笔者以为即秦势力拓展进入前，传统蜀

国的南部边界，即《华阳国志》所谓僰道的“蜀王兵兰”处。因此，西汉早期中央集权利维坦的势力实际上退回到宜宾，昭通

地区又恢复到原有各部族共同体的自治状态。

汉初昭通恢复到部族自治，但并不意味着秦代拓宽的五尺道交通遭到废弃。实际上，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描述，汉朝政府介

入这些交通虽不受欢迎，但当地部族豪酋们显然精心维护着西南一线的交通贸易网络，并且从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
〔45〕

。从《史

记·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的记载来看，尽管政府的关徼封闭，但民间自由贸易却从未断绝，巴蜀民“或窃出商贾”，“蜀

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从滇东北进入云南乃至缅甸等地，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霍巍先生指出，蜀地商贾将铁器作为对外贸易

的重要手段，这些已经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
〔46〕

。例如，滇池地区李家山等贵族墓葬中的纯铁器极少，因此铁剑之类显得非常

珍贵，还配之以黄金剑鞘。童恩正先生就指出，这些珍贵的铁一部分来自蜀地，另一些则可能以走私输入铁器废料制成
〔47〕

。显

然，滇池地区等地人群对铁器的渴求加之以汉朝严格的铁器禁运政策，致使其中利润空间极大，因此多有蜀贾不惜风险源源不

断地将这些“奸出物”输入云南。昭通地区的各部族，也是参与这一漫长禁物走私贸易路线上的组成环节。

学者也通过对炊煮器的研究分析，发现西汉早中期昭通的釜甗、釜等具有重庆冬笋坝、云阳马沱、马粪沱、江北、四川大

邑、宝兴等典型巴蜀风格的器物，就是通过昭通进入云南，第一个阶段即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主要分布于昭鲁盆地和黔东

北，第二个阶段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由昭鲁盆地向滇中、黔中发展扩散
〔48〕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昭通地区巴蜀风格的炊

煮器延绵不绝，并未因“皆弃此国而开（关）蜀故徼”而中断，可以表明当地与蜀中的经济文化交通，从未真正中断过。到其

2 ① 段渝师指出，“开蜀故徼”当作“关蜀故徼”，二字形近，属于讹误。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相关问题》，载《四川师范大学

学报》2013 年 7 月，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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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昭通被纳入郡县制，作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行政区域，传统的交通道路仍然继续沿用。一些墓葬甚至直接就位于五尺道之旁，

如昭通盐津县墨石沟东汉崖墓就位于横江东岸五尺道的旁侧
〔49〕

，西邻横江的延津燕儿湾崖墓，也位于秦汉五尺道之旁
〔50〕

，这

些材料都可以窥见西南丝路交通的繁盛。

结语

结合传世文献与日渐丰富的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可以大致梳理昭通地区古代历史与交通状况。后人传说杜宇源出昭通，北

上蜀地建立王朝之说不能成立，杜宇部族实际源出于蜀地西北之氐羌故地，联姻的朱利部族亦源出汶山牧区，均与昭通无关。

但东汉昭通文化日盛，作为“华夏边缘”，乐于传播彰显杜宇源出朱提的传说，以提升本土的文化地位。尽管杜宇并非朱提之

人，但该地区早在史前便与蜀中具有至少是间接的联系，两地之间存在着交通的道路，则是不争的事实，体现为海贝、铅铜的

北上蜀中，以及十二桥文化元素南下在当地文化的存在。因此，杜宇传说的背后，又具有一些真实历史的模糊遥影。进入青铜

文化以来，昭通地区成为巴蜀文化与滇文化汇聚之地，既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巴蜀式青铜器，也受到了滇文化的明显影响，这恰

恰体现了该地作为南丝路沟通巴蜀、滇中重要环节的重要交通意义。随着秦对蜀的征服，以及秦人不断向南拓展，混杂了巴蜀

与秦文化的人群大量涌入，而秦朝也进一步拓宽了交通当地的五尺道，强化了这一道路的交通功能。西汉以后，当地道路与蜀

中一直保持着联系，文化经贸得以展开。南丝路的昭通段，是古代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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